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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日方史料《中共概说》
对中国共产党抗战的认知

胡德坤 涂杰欣

摘 要  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

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战时日方资料《中共概说》也充分证明了这

一点。《中共概说》认为，中共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重视创新

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指导，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

结的力量共同抗战；重视党领导一切的原则，成为中国抗战的核心力量；重视依靠和发动群

众，受到民众拥护，深得民心，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可以说，该书在一定程度上预言了

中国的未来。中共抗战的历史经验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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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

话中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

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

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1］习近平的这段话是对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经验的总结，战时日

本史料《中共概说》也证实了这一论述。

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侵占了中国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大片领土。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

四军和其他抗日队伍先后挺进日本占领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敌后战场。中共敌

后战场从开辟之日起就引起了日方的重视，日方利用各种手段收集中共的情报，探究对付中共的对策。

其代表性的情报资料是1944年日本政府大东亚省编写的《中共概说》，该文长达219页，全面地介绍了抗

战时期中共的情况：中共用新民主主义理论武装全党，中共是抗日战争的领导核心，中共深得民众拥护，

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中共的。这些观点既代表了日本官方对中共的认知，也从另一个面向印证了中共在

中国抗战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一、中共用新民主主义理论武装全党

《中共概说》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极其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结合中国历史传统和抗日

战争的国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

（一）《新民主主义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中共概说》回顾了中共建党以来不同时期政治指导理论的历史演进，认为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

共在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提出了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形

成了新的指导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集中体现在1940年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中共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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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是中共应对国共合作之下的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理论的与实践的基础意

识形态……是中共政治指导理论的集大成者。”［2］（P37）即是说，《新民主主义论》是中共抗日理论、路线、

方针和政策的集中体现。《中共概说》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做了详细介绍。毛泽东指出，中国应该

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

……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

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2］（P182）［3］（P707）。“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

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

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2］（P182）［3］（P707）《新民主主义论》

正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基本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

三个方面：

首先是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论》指出，“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3］（P664），但随

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社会逐渐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要素，中国慢慢朝着殖民地乃至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变化。毛泽东由此提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民主主义

革命，第二个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民主主义革命又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十月革

命前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后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现阶段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3］（P672-673）。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由谁来领导呢？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异常软弱，

对革命的敌人又具有妥协性，因而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完成革命的重任就不得不落在了无产阶

级的肩上，建立由无产阶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3］（P673-675）。

毛泽东指出，中华民主共和国是由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即新民主主义的

共和国，既与旧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共和国相区别，也与最新式的苏联式的无产阶级

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相区别［3］（P675）。“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就是抗日统一战

线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又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3］（P676）。

其次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论》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继承孙中山的“节制资本”［3］（P678），“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3］（P678）。因此，大银行、大

工业、大商业应归这个共和国所有。另一方面，新民主主义并不否定私有财产，小企业和并不操纵国民

生计的产业被允许发展。二是实行“耕者有其田”［3］（P678），即所谓“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方针。

根据以上政策，中共在根据地实施经济政策时，“节制资本”的原则被称为“公营经济”的新式国家经济。

此外，还有作为群众团体组织的“合作经济”、土地政策方面的减租减息政策、社会政策方面的劳动保护

政策（针对雇农及工场劳动者）。“平均地权”是通过减租减息的政策、统一累进税、没收汉奸土地等政策

来实现的。为此，《中共概说》认为，中共的土地政策完成了从土地革命到新民主主义土地政策的转变，

将中国从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间接地为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经济条件［2］

（P92-95）。

再次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又反过来影响政治

和经济，其具有三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民族的”。即带有民族的特性。这种“民族的”意味着对外国文化不能生吞活剥，对

于马克思主义也要采取中国的民族形式来接受。毛泽东强调，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但决

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同时，学习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

的具体实践、即民族的特点相结合才有用处［2］（P181-182）［3］（P706-707）。“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

就是民族形式。”［3］（P706-707）

第二个特征是“科学的”。它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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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实践的一致。毛泽东指出，这种“科学的”文化，并不是完全接受本国过去一切的文化，而是吸收其

民主性的精华。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绝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

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2］（P182-183）［3］

（P707-708）。

第三个特征是“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应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毛泽东指

出，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文化人和文化思想不接近民

众，就是“空军司令”或“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到敌人，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2］

（P183）［3］（P708）。

总之，毛泽东深刻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理论，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为抗日战争服

务的文化，是中共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综上所述，《中共概说》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共在中国革命现阶段对马克思主义所

做的“创作式的自由解释”［2］（P41），已经成为中共新的政治纲领，是中共理论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新民主主义论》代表着对中共将来集中性指导理论的确立，可以说是中共意识形态发展史上的金字

塔”［2］（P42）。可以说，《中共概说》对中共的这种认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二）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整风运动的指导思想

《中共概说》认为，在国共合作的前提下，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很快，拥有80万党员和

50万红军，各根据地的人口总数达1亿人［2］（P16），但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加，党员思想素质低下的问题也

凸显出来［2］（P46）。于是，1941至 1942年，中共在党内开展了对学风、党风、文风进行整顿的整风运动。

学风中不正确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党风中不正确的东西是宗派主义，文风中不正确的东西是党八股。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做了题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后改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指出党内学风

的第一个问题是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是两个不同的极端［4］（P819）。“中国共产党人只

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

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

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2］（P44）［4］（P820）毛泽东指出，党内学风的第二个问题是宗派主义。宗派主义“忘

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4］（P821），许多同志对

待党外人士妄自尊大，轻视大众，这也是宗派主义［4］（P825）。“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

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2］（P44）［4］（P826）党内学风的第三个问题

是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的演讲中指出，党八股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一样都

是形式主义。党八股的特征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

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2］

（P45-46）［4］（P833-840）。因此，毛泽东强调：“一定要把党八股和教条主义等类，彻底抛弃。”［2］（P46）［4］

（P845）

《中共概说》认为，从中共指导理论的发展史来看，整风运动是为了提高党员的素质，增强党的战斗

力。中共根据20年来的斗争经验，意识到中国社会有其独特的性质，将发源于欧洲的共产主义公式般地

运用在中国社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如果要建立一个政权组织无论如何都不得不依靠民众朴素的民族

情感与乡村意识。新民主主义理论就是将这些质朴的诉求合理化的理论。中共正是这样以马克思主义

中的灵活性为前提来适应中国社会的特质，从而达到了扩大党势的目的［2］（P46）。但随着中共的发展壮

大，党员素质低下的问题凸显出来。作为对策，中共考虑对党员的思想进行整肃。因此，中共在立足于

中国社会现实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整风运动，“是为了彻底贯彻新民主主义运动，是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实践的一种形式”［2］（P46）。

总之，《中共概说》认为，中共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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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并用新民主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指导中国抗日战争。

二、中共是抗日战争的领导核心

《中共概说》认为，中共领导有力，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具有顽强的战斗力，是中国持久抗战的核心

力量，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共已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

《中共概说》认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共涌现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批党、政、军领导人。中共

自建党以来，先后经历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两个时代（原文如此——作者注）后，便进入了毛泽

东领导的时代。毛泽东是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党员，党龄很长，有优秀卓越的组织和领导才

能，1927年领导了湖南农民暴动（即秋收起义），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与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部

队会合后组建了工农红军第四军，任政治委员，1931年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自此经历了残酷的党内

斗争，以卓越的领导才能成为中共的最高领导者［2］（P22）。《中共概说》认为：“毛泽东的组织及领导，朱

德、彭德怀的军事指挥，刘伯承的参谋……周恩来的外交，林伯渠的内政，这些都是被各方称道的党内各

方面的杰出代表。”［2］（P23）所以，在日方看来，中共领导人在多年的革命斗争历练中，涌现了一批卓越的

党、政、军领导人，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集体领导核心，使中共的领导坚强有力，也为中共的抗战提供

了保证。

（二）中共是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政党

《中共概说》指出，中共设立全国代表大会为党的最高机关，每年召开一次，其代表由各省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全国代表大会的任务为：1.接受并审查中央委员会、中央审查委员会的报告；2.对党纲上的问

题作出决定；3.对一切关于政治政策及组织等问题的决议案进行决定；4.中央委员会、中央审查委员会的

选举。中央委员会是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机关，代表党处理与其他政党的关系，负责党的各种机关的设

立，指导党的一切政治、组织活动。从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中选出政治局，政治局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

间指导党的政治活动，同时政治局还选出常务委员会指导日常工作。中央委员会考虑到各种运动的需

要设立了各部、各委员会。这些部及委员会的任务是根据中央的指示进行各种运动［2］（P4）。

同时，中共还确立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内容如下：（1）下级党组织和高级党组织由党员大会、代表会

议以及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2）各级党组织关于选举需要作定期报告；（3）下级党组织必须遵守上级

党组织的决议，严守党规，迅速且确实地执行……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党员对于党内问题，只能在相

关权限机关作出决议前进行讨论。党员必须无条件执行……党代表大会或党内指导机关提出的决议。

换言之，即使有一部分党员或地方组织并不认同这些决议，也要无条件地执行［2］（P2-3）。从上述日方记

载可以看出，中共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确保了中共具有顽强的战斗力。

（三）“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

中共在长期的党建工作中，形成了“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原则。

一是党领导边区政府。据《中共概说》介绍，1937年 9月经国民政府批准，中共陕甘宁特区政府成

立，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中共军队的总后方、中国赤化的总据点、抗战的中心……是其他人无法染

指的特殊区域”［2］（P11）。除陕甘宁边区外，在八路军、新四军游击作战的地区，被称为某某边区的根据地

层出不穷，其数量在整个中国范围内约有20个［2］（P11）。七七事变后中共的根据地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政策的体现。在抗日根据地的边区政府中，采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实行“三三制”，即共产

党员、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但主导权掌握在中共手中。《中共概说》认为，中共巧妙地将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共的政策联系在一起，构建了以中共为核心的政治体系［2］（P54）。

二是党领导军队。据《中共概说》记载，中共军队内设有党的机关与组织，保证了中共对军队的绝对

领导权。为了行使领导权，中共军队内设有党的机关与组织，通过这些机关与组织的活动，确保了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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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党的路线。同时，军队的政治委员、政治部、党支部等，彼此之间相互紧密联系，对军队内外及民众

开展政治工作，完成政治任务［2］（P14）。党在军队的政治工作主要内容是：1.对军队内部的官兵进行教

育，加强指挥员与战斗员之间的团结，以此强化部队的战斗力。2.针对军队外部即对民众开展政治宣传

鼓动，密切民众与军队的联系，以此对民众进行动员，让民众参加到抗战中来。3.对他们的敌人，即对日

本军队的士兵开展政治工作［2］（P14-15）。《中共概说》的结论是，拥有军队是中共最为显著的特征，没有军

队中共便没有今日的强盛，也不会有政权的建立。但中共军队不单是战斗部队，也是共产主义的宣传

队，民众的组织者，是中共为了实现政治目标的武装力量［2］（P12）。

三是党领导民众团体。《中共概说》指出，中共极其重视组织和动员民众，在根据地建立民众团体作

为中共的外围组织，主要有抗敌后援会、农民联合会、工会、青年救国会、妇女联合会、自卫军等等。这些

团体或多或少都承担着抗日的任务。例如，农民联合会主要进行指导农民工作，解决农民的困难，动员

农村民众参加抗战等工作。工会的任务是提高工人的劳动热情，参加国防建设，强化对工人的政治文化

教育。青年救国会对青年儿童进行军事体育训练，培养出大量体格健全具有军事素养的人员并让其参

加到抗战中来。妇女联合会动员妇女参加到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工作中，并引导妇女从

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参加抗战。自卫军是民众的抗日武装力量，负有武装保卫边区，锄奸剿匪，维持地

方治安的责任。中共通过民众团体组织将民众团结凝聚在自己的周围［2］（P55-58）。从以上《中共概说》

的介绍中可以看出，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民众组织与民众工作，主要是通过民众团体的组织工作、宣传

工作以及拥政爱民运动等，将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由此建立了党与民众之间密不可分的鱼水之情，成

为了中共立足的群众基础。

总之，《中共概说》认为，中共在党政军民学中，实施了党是领导一切的原则，成为中国抗战的核心力

量。在中共的领导下，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迅速，至1944年初，已发展到陕西、甘肃、宁夏、山西、察哈尔、

绥远、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浙江、东北、华南等地。《中共概说》感慨地写道：“中共的先驱苏

联共产党凭借300万党员掌握并领导了2亿俄罗斯民众。如果估算中共影响下的边区总人口为1亿人，

那么掌握这些民众则需要 150 万党员。换言之，当中共拥有 600 万党员之日或许就是中国的赤化之

时。”［2］（P21）可见，《中共概说》从中共的发展势头已预感到未来的中国或将属于中共。

三、中共深得民众的拥护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中共一贯的宗旨和优良传统。抗战时期，中共紧紧依靠民众，密切

联系民众，一切为了民众，深得民众拥护。关于这个方面，我们从《中共概说》中也得到了证实。

第一，中共动员民众投入抗战。中共巧妙地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政治”进行了阐释，并将

其与中共的政策联系在一起，以争取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引导广大民众投入抗日战争［2］（P54）。

《中共概说》分析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中国政局，指出中国众多农民的生活饱受煎熬，知识分子阶层渴

望革新，同时民众普遍存在着抗日心理，中共将民众变革的需求和抗日情绪这两点巧妙地结合起来开拓

出了自己的新道路，通过“巧妙宣传”“获得了对方的支持”［2］（P59）。1941年5月1日，中共发表了《陕甘

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共概说》认为：“这个纲领的内容包含了强化抗日行动、制止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牵

制蒋介石的独裁、获得民众支持、争取人心、缓和资产阶级的情绪、优待抗日军民、承诺善政、争取蒙回民

族的支持等方面，中共希望以此来增强自身的势力。”［2］（P49）此外，中共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与三三制

这样的理论和政治制度，让民众感到与中共一起行动是国家民族获得振兴的最佳途径，从而加深了对中

共的信赖感［2］（P60）。

第二，实施减租减息政策，减轻农民的负担。中共实施新民主主义土地政策，普遍实现了“耕者有其

田”的目标，禁止了高利贷，废除了封建的苛捐杂税，鼓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据《中共概说》记载，中

共认识到农民是抗日和生产的基本力量，因此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实行减租减息，保证农民的人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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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财权，改善农民的生活，从而提高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中共认可一部分士绅的民主改革，通过

交租交息保证地主的人权、地权、财权，以此让地主阶级也一同抗日。中共还肯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在适当改善劳动者生活的条件下，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富农的生产方式进行鼓励［2］（P93-94）。根据

这一原则，对农民实行“二五减租”（即25％）、“一五减息”（年息15％），增加农民的收入。同时，中共也规

定农民交租交息，以调动各阶级的积极性［2］（P100-102）。从《中共概说》的以上介绍可见，中共的经济政

策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确保了各抗日阶级、阶层的利益，调动了各方尤其是占人口

大多数的农民的积极性。

第三，精兵简政，建立节俭政府。据《中共概说》记载，中共实施精兵简政政策，精简党政机关人员和

军队人数，让党组织和政府更富有活力，使军队更有战斗力。然后将精简的党政军人员充实到生产第一

线，增加生产收入，以此“减少消费性的支出，通过生产增加收入，不单直接有利于财政，也能够减轻人民

的负担，给经济带来好的影响”［2］（P134）。譬如，在财政支出方面，中共提出了应符合军队占总人口的

2%，政府、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和学校教员各占1%的方针。尽管行政费用因此遭到了极大的缩减，但

即使是在困难的情况下中共对教育费用和经济建设费用的支出也并不吝啬，与之相对的则是政府经费

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很少。由于军政方员费用得到了极度的削减，中共采用了津贴制度，以伙食费为

例，边区政府主席和军队司令每月津贴不过5元，县长不过2元5角，士兵不过1元［2］（P133）。“世界上再

没有这样尽管贫穷但在内容上如此合理有分寸的政府。”［2］（P133）党和军队的领导者以刻苦耐劳的精神

与贫穷民众共同生活，因此获得了民众的支持，这也是中共军队发展扩大的原因所在。

第四，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民众的负担。中共在日军进行大“扫荡”作战和经济封锁的极其困难条

件下，动员党政军民齐动手，开展大生产运动，通过垦荒种地增加粮食生产，通过白手起家建立工业、商

业，由此解决了根据地军民急需的日用品，保证了军民的基本生活。据《中共概说》记载，大生产运动首

先在陕甘宁边区展开。1938年，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为了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开始了种植蔬菜、饲养

家畜、制造被服等工作，并在1939年大规模展开。当时南泥湾只是人烟稀少的荒芜地，八路军359旅上

至旅长王震下至炊事员，都积极加入南泥湾的拓荒生产中，在1939年开垦了百万亩的荒地。边区军队还

开展工业、农业、运输等各方面的生产，有效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改善了部队生活，同时密切了军民之

间的关系。边区政府也让机关、学校工作人员参加农业生产，到1943年，军队以及公共机关的自给率已

经实现了年度自给。这种由部队或机关推行的农业经营、合作社经营，或是兵工厂、纺织厂、烟草厂的经

营，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也十分普遍［2］（P134-136）。大生产运动极大地减轻了民众的负担，使根据地渡

过了最困难时期。

总之，抗战时期，中共按照一切为人民的宗旨，采取各种措施减轻民众负担，赢得了民心。《中共概

说》这样写道：“对获得民众支持极其重视的中共……自称‘不论边区（陕甘宁）的文化被如何封锁，经济

如何的落后，这里民众工作的缜密与健全已经引起了全国的关注’，这或许绝不是夸张。现在中共领导

的民众组织与事变之前相比，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已呈现根本性的变化。”［2］（P55）正因为深

得民心，中共才能将抗日游击战争开展得有声有色，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从上述日方《中共概说》可以看出，中共之所以能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是因为中共高举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制定出正确的路线

方针和政策，指导中国的持久抗战；中共坚持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坚持依靠和发动群众，成为中国抗战的

核心力量。该书甚至还预言了中国的未来属于中共。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

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5］。来自敌国日方

的记载不但从另一个面向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也丰富了中国共产

党的抗战形象，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这也是我们今天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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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料看中共抗战的主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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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verview of the CPC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reesion in Wartime Japanese Document

Introduction to the CPC

Hu Dekun， Tu Jiexin（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As the pillar of the entire nation's resistanc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fought 

bravely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reesion and carried the hopes for nation‐

al salvation, as evidenced by the wartime Japanese document Introduction to the CPC. The document argued 

that the CPC held high the banner of united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kept innovating the theory 

of Marxism, stuck to the New Democracy theory, formulated the Party's line,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and uni‐

fied all possible strength to resist the invasion of Japan despite of arduous conditions. By maintaining the prin‐

ciple of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the CPC became the pillar of the entire nation's resistance. By relying 

on and mobilizing the masses, the CPC won their hearts and support, and became the mainstay in the Chines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 other words, the document predicted the future of China. 

The historic achievements of the CPC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still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contemporary China.

Key words the Chines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ression; introduction to the CPC; the 

CPC's theories and policies; the pillar of the Chines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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